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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上行影響策略之研究：比較西方及中國式上行影響策略之差異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中國文化的觀點來檢視組織中的上行影響策

略，組織中的上行影響研究在西方已歷經了20多年之發展，累積的文獻頗為豐

富，而且影響組織中上行溝通之因素也有部分明確之結論，本研究以文獻檢閱及

深度訪談之方式，首先回顧西方上行影響策略之相關研究，然後再結合跨文化研

究中有關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差異，進而探討西方與中國式上行影響之差異。 

根據文獻檢閱，本研究以為中國文化會影響組織中上行影響所使用之策

略，而且中國式的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會有其獨特性，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國式的

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會完全不同於西方式的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本研究以為，西方

組織上行影響文獻歷經了二十多年的研究與累積，有相當值得學習之學術理論與

經驗，當努力發展本土化之組織上行影響研究之過程，本研究並不贊成完全丟棄

西方之文獻，而是以西方文獻為基礎，進而建立中國式之組織上行影響理論或修

改西方相關理論以適用中國文化影響下之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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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 Influence Strategies in Organizations: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Upward Influence Model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by Waldron (1999), the issue of upward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 is intensively researched, but all of the theories and models 
regarding organizational upward influence are based on Western cultural frame of 
reference, they may not fit well in different cultures.  Furthermore, many studies 
discovered tha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organiz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in 
different cultures because organizational values and behaviors are resulted from 
cultural orientations (Chen & Chung, 1994; Ma & Chuang, 2001; Yeh, 1995; Xin, 
1997).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100 intensive interview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upward influence strategies in organization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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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之上行影響策略在1980年代開始備受重視，而此一研究領域卻有

越來越受重視之趨勢，原因是現代之組織強調扁平化，上下司互動之頻率增加，

而部屬是否能有效地影響其上司是組織能否善用其成員專業之關鍵。研究亦發

現，上行影響能力是預測一個部屬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鼓勵上行影響之組織

通常是比較能夠迅速處理組織內外在問題，而且比較健全發展之組織（Krone, 

1992; Maslyn, Farmer, & Fedor, 1996; Waldron, 1999）。 然而，由於上下

司之權力在本質上就不均等，上行影響策略易於被上司視為是對其權威之挑

戰，因此，潛在之風險高，這也是為什麼此一領域備受重視之原因。 

目前組織傳播在台灣尚在一個起步的階段，相關的研究很少（李秀珠，In 

press）。組織中之上行影響策略研究是組織傳播的一個次領域，其在台灣之相關

研究不管是在傳播或管理領域皆非常有限（李秀珠，2001；李高財，1996；黃慧

雯，2000），而這些有限的研究亦僅僅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再以華人來測試。本

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即是以中國文化的觀點來檢視組織中的上行影響策略，組織

中的上行影響研究在西方已歷經了20多年之發展，累積的文獻頗為豐富，而且

影響組織中上行溝通之因素也有部分明確之結論，本研究將以文獻檢閱之方式，

首先回顧西方上行影響策略之相關研究，然後再結合跨文化研究中有關中國文化

與西方文化之差異，進而探討西方與中國式上行影響之差異。 

 

西方及中國式上行影響策略之差異 

一、中國式之關係品質與上行溝通模式 

西方的相關文獻發現，上下司之間的關係品質是影響部屬使用何種上行策

略的主要因素之一，上下司品質好的部屬會積極的與上司互動，而且採用比較開

放性之溝通策略與上司互動，因為上下司彼此之間存在高度的信任，所以，部屬

並不畏懼與上司互動，溝通時也能暢所欲言，而關係品質差之部屬，其上下司之

互動情形則正好相反（Hunt & Waldron, 1994; Lee & Jablin, 1995; Waldron et al., 
1993）。而西方文獻中所謂之關係品質完全是根據工作中之互動而發展出來的，
本研究檢視了中國文化及相關文獻後以為，在中國式的上下司互動中，關係品質

仍是一個非常重要之影響因素，也會影響上行溝通模式，但認為中國式之關係品

質會與「領導－部屬交換理論」所發展出來之關係品質，其內涵有很大之不同。

「領導－部屬交換理論」中所謂之關係品質是指工作相關之上下司關係品質，與

私人關係之關係品質不相關，西方人可以將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截然劃分，然而

華人習慣將工作與私人關係重疊在一起，如 Osigweh及 Huo（1993）的研究所示，
華人在於工作場域與私人社會關係場域的重疊大，而且較西方更為普遍，對華人

來說，在所屬的工作環境中缺乏和同事間的私人互動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所

以，中國式之關係品質應同時包含工作及私下互動之關係品質。而事實上此一觀

點在國內的一些相關研究中也已經得到證實，比如鄭伯壎及其研究員所做的一系

列關於華人組織領導行為的研究就發現（黃敏萍，2003；鄭伯壎，1995a；鄭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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壎、謝佩鴛、周麗芳，2002），中國式的上下司關係雖然與「領導--部屬交換理

論」中的上下司關係一樣，其內涵仍以忠誠及信任為主，但其中所謂的華人的忠

誠觀念與西方的忠誠觀念已經大不相同，在西方社會中所謂的忠誠包括情感性及

工具性的忠誠，而華人社會中則不強調工具性忠誠，但強調華人所特有的犧牲奉

獻的義務，而這種犧牲奉獻的義務事實上已經超過了工作上的上下司關係，因

此，中國式的關係品質已經同時包含工作及私下互動之關係品質。 

另外，華人觀念中之 Guanxi也會在上下司關係品質中扮演著一個頗為 
重要之角色，亦屬於上下司品質之一個層面（Chen & Chung, 1994; Osigweh, Yg, & 
Huo, 1993）。根據 Guanxi之相關文獻所示，Guanxi的建立來自兩個來源，一是
過去之關係比如過去是同學，鄰居，同鄉，或是同事等等，另一個則是藉由私下

之互動而發展出來之 Guanxi（Farh et al., 1998；Law et al., 2000）。如果 Guanxi
之來源是過去之關係，那麼因為華人頗為重視 Guanxi之存在，而儒家工作觀亦
強調，人與人之互動應有親疏遠近之分，因此當部屬與上司有特殊之 Guanxi 存
在時，部屬可以有較多的機會與上司互動，亦比較容易取得上司之信任，這樣的

利基點使得部屬與上司建立起良好關係品質的機會大大的提昇。至於另一種發展

Guanxi之管道是藉由私下之活動比如兩家人一同出遊，或私下聚餐等等來進行，
因為華人傾向將工作關係及私人關係重疊在一起，這樣之私人關係勢必影響工作

上之互動，尤其華人喜歡依據親疏遠近之標準來決定如何與他人互動，因此，這

樣的私人關係使得部屬有更大及更多之機會與上司建立起良好之關係品質。而這

樣的觀點在鄭伯壎及其研究員的一系列研究中也得到證實，他們的研究發現，有

三個因素影響華人上下司關係的形成，分別是與部屬的 Guanxi，部屬的個人因
素，及互動因素，其中與部屬的 Guanxi中，尤以親屬關係最容易變成上司的內
團體的一份子，所以，Guanxi是形成華人上下司高品質關係的重要因素。 

中國式之關係品質同時包括工作上之關係品質及私人之關係品質，而領導

-部屬交換理論之關係品質僅包括工作上之關係品質，相關文獻發現，因為華人

不習慣將公私關係截然劃分，因此當華人在工作上發展出較好之關係品質時，自

然而然就會融入私人關係之中，同樣的，良好之私人關係也會帶動良好工作關係

之發展。根據此一觀點，「領導－部屬交換理論」中之關係品質無法正確評估中

國式之關係品質，而應是包含於中國式之關係品質之中。根據領導-部屬交換理

論之觀點，上行影響策略之使用會受上下司關係品質之影響，關係品質好之部屬

偏愛使用理性，正面，開放，或互動性高之影響策略，而且使用影響策略之頻率

也高，而關係品質差之部屬則正好相反（Lee & Jablin, 1995；Lee, 1998a, 1998b；
Waldron, 1991；Waldron et al., 1993）。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之文化，同時也是高
情境之文化，如此之文化，其溝通方式強調從情境或溝通者之關係去推敲溝通者

之意義，在意他人之感覺，因而善用非直接的溝通方式以避免使人尷尬（Ma & 
Chuang, 2001；Xin, 1997），因此，華人應該更善於察言觀色，也更注重用親疏
遠近之標準來決定如何與上司互動，依據此推論，本研究以為中國式之上行影響

策略更易受上下司關係品質之影響，然而這個關係品質應是中國式之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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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領導-部屬交換理論中之關係品質。基於此觀點，本研究發展出第一個命題

（Assumption）： 
命題一: 中國式組織中之上行影響策略受中國式的關係品質之影響較大，而 

受「領導－部屬交換理論」中之關係品質之影響較小。 

 

二、西方與中國式上行影響策略之差異  

從前面之文獻中可以發現，目前最具影響力且最主要的上行影響策略就是

Kipnis等人（Kipnis et al., 1980; Kipnis & Schmidt, 1988; Kipnis, 1984）所發展出
來的上行影響策略（Profile of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Scale, POIS）。這份上行影
響策略包括了八大類，分別為理性/說理（rationality/reason）、逢迎 (ingratiation)、
交換/談判 (exchange/bargaining)、堅持 (assertiveness)、結盟 ( coalition)、訴諸
上層(upward appeal)、激勵（inspirational appeals）、及諮詢（consultation）策略。 

從前面跨文化的文獻中發現，中國式與西方式之人際溝通有很大的不同，

華人屬於集體主義之文化，強調和諧，並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溝通時

偏好採用不直接的溝通方式，以留給溝通雙方較大之空間來回應，避免使對方失

了面子。另外，中國文化亦是高權力差距之文化，層級觀念很清楚，對權威較為

敬重，也不習慣挑戰權威。在這樣文化價值觀之影響下，本研究推論，就 Kipnis
等人所發展出來的八類影響策略中，交換／談判、堅持、及訴諸上層等三種策略

應很少被部屬用來影響其上司，因為這三種策略皆挑戰了其上司的權威，在華人

這種高權力差距的文化裡，使用這些策略非但沒有效果，反而激怒了上司，所謂

交換／談判之策略乃是要求對方作A事情，否則自己就不作B事情，此種策略比

較適合在職位相等的兩方來運用，對於權力小的一方去要求權力大的另一方作交

換談判，在中國式的上行影響中應很少見。堅持就是上司要求部屬作改變，部屬

堅持已見，此種策略在上下司權力不平等之關係，尤其高權力差距文化中很敬重

權威之情況下，亦應很少被採用。而所謂訴諸上層是指，部屬不滿上司之作法，

但不與上司溝通，反而告到更高一層那裡。此種策略使用之後，對上下司關係造

成傷害，而集體主義之文化重視關係的保持，此種策略應不是一個好選擇。另外，

高權力差距之文化亦會視此種行為是挑戰權威，是不被鼓勵之行為，因此，本研

究發展出第二個命題來。 

命題二：中國式的上行影響策略很少採用會傷害上下司關係之策略，如交換／談 

判、堅持、及訴諸上層等。 

在 Kipnis等人的八種策略中，逢迎、結盟、激勵、及諮詢等策略在中國
文化中被使用的機率應頗高。逢迎、激勵、及諮詢是獎勵為主之策略，而所謂結

盟乃是聯合其他人來影響上司，是一種不直接之影響策略，文獻中發現，集體主

義文化之成員喜用獎勵為主的影響策略，因為這些策略不但顧及關係的維持，亦

讓對方面子十足，而且在高權力差距中的文化裡，這些策略也顯示了使用者尊重

權威之心意。而結盟則是一種間接的影響策略，對於偏好不直接方式溝通的集體

主義文化而言，這是一個頗符合成員文化價值觀的影響策略，本研究的第三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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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 

命題三：逢迎、結盟、激勵、及諮詢為中國文化偏好之上行影響策略。 

 

至於理性／說理策略，此種策略為個人主義文化中所偏好之策略，因為此

種策略不會影響關係品質之維持，亦不會對上司的權威造成威脅，不至於違背中

國文化行事作為之價值觀，因此，其被使用之頻率應該頗為頻繁。因此本研究發

展出第四個命題： 

命題四：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一樣善用理性／說理之上行影響策略。 

 

三、情境與中國式上行影響策略之相關性 

在西方的文獻中顯示，情境是一個影響上行策略使用的重要變數，這些研

究發現，因為沒有一種策略在每一個情境中都是有效的，因此部屬會隨著情境的

不同而選擇不一樣的影響策略與上司溝通，而情境中主要影響部屬策略的選擇因

素乃是情境中部屬所感受到的風險性。至於中國式的組織上行影響行為是否會受

到情境因素的影響，本研究以為，根據前面的文獻檢閱，中國式的組織上行溝通

策略會受情境因素的影響，而且其影響力比在西方的組織中更為深切。 

根據跨文化的相關研究，中國文化是屬於高情境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低

情境的文化，所謂高低情境文化的差異在於，高情境文化下的成員偏好用間接的

方式來溝通，而低情境文化的成員偏好用直接的方式來溝通。所謂直接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用最簡潔有效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樣的溝通方式強

調溝通的有效性，然而高情境文化下的成員不認為這樣的溝通方式是好的溝通方

式，反而鼓勵間接的溝通方式，認為應把情境中的各種因素考慮進來，並注重溝

通對方的感覺與想法，此種溝通方式強調關係的和諧，並藉著情境中的各種因素

以暗示的方式表達出自己的目的來。因而此種溝通方式中的雙方沒有辦法從溝通

內容中去瞭解對方的想法，必須將情境中的各類因素考慮進來，尤其對方的語

氣，位階，表達時所用的修飾語等等都是重要的提示。所以，根據中國文化的特

質，華人比西方人對於情境因素更為敏感，而且強調溝通時應隨著情境因素而不

斷的調適自己的溝通內容與溝通方式。在西方的文獻中發現，上行影響策略會受

情境中的各種因素影響，雖然學者在研究中以不同的情境因素來研究對上行溝通

策略的影響為何，比如Lee的一系列研究製造三種情境，上下司關係轉好，上下

司關係平常，及上下司關係轉壞，這些研究發現，情況的不一樣，部屬所採用的

上行溝通策略也極為不同，而這三種情境的主要差異，就在於所感受到的風險

（perceived risks）不同（Lee & Jablin, 1995; Lee, 1998a; Lee, 1998b）。另外，其
他的研究所採用的情境因素最後也是可以歸納到風險性這個因素（Chen & Chung, 
1994; Law et al., 2000; Ma, 1992; Ma & Chuang, 2001; Mader & Mader, 1991; Tsui 
& Farh, 1997; Yeh, 1995; Yum, 1988; Xin, 1997）。因此，根據以上之文獻發現，本
研究認為，中國文化為一高情境文化也是一個集體文化，對於情境因素更為敏

感，尤其強調在溝通中應顧及彼此的面子，喜用間接方式來溝通，所以，對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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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溝通風險性的感受更為強烈，因此，本研究發展出第五個命題： 

命題五：情境因素中所感受到的風險性對中國式上行影響策略的採用比西方組織 

更具影響力。 

 

結論 

根據文獻檢閱，本研究以為中國文化會影響組織中上行影響所使用之策

略，而且中國式的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會有其獨特性，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國式的

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會完全不同於西方式的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比較了東西文化的

差異後，本研究預期中國式之組織上行影響策略與西方之組織上行影響策略之差

異有二：（一）同樣之策略－某些西方式的組織上行影響策略比如像理性/說理，

此種正面又理性之策略應是在東西文化中都頗為受歡迎之策略，（二）同樣但使

用頻率不一樣之策略－此種策略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其在西方之使用頻率應

頗高，而在中國文化中之使用頻率則相當低，比如像以處罰為主或會傷害到彼此

長期關係之策略，因為這些策略違反了中國文化重視關係維持之原則。第二類策

略則正好相反，其在西方之使用頻率應頗低，而在中國文化中之使用頻率則相當

高，比如像激勵，諮詢等以獎賞為主之策略，此類策略著重關係之維持又以間接

之方式來互動，非常符合中國文化之價值觀，然而，就西方文化強調效率之價值

觀而言，這些策略可能過於間接耗時，因而使用之頻率較低。 

本研究以為，西方組織上行影響文獻歷經了二十多年的研究與累積，有相

當值得學習之學術理論與經驗，當努力發展本土化之組織上行影響研究之過程，

本研究並不贊成完全丟棄西方之文獻，而是以西方文獻為基礎，進而建立中國式

之組織上行影響理論或修改西方相關理論適用中國文化影響下之組織運作，因

此，本研究只能算是比較型研究。根據學者鄭伯壎（2003）的觀點，所謂比較型
的研究是採用西方的理論模式，將之運用在華人社會中，然後再加以修正，這類

型的研究的主要缺點，就是仍然無法跳脫西方的思考模式，因此，學者認為，真

正的本土化研究應以本土型研究為重點，而所謂本土型研究，應拋棄西方的觀點

而強調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特徵，才能建構出真正的本土理論。本研究同意這種看

法，但是目前本研究僅以文獻來作比較分析，因此，最多僅能進行所謂的比較型

研究，後續研究應收集華人組織中的實證資料以進行本土型研究，而藉著本土型

研究，才可能建構出中國式的上行影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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